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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理性化实践及其制度根源：一项长时段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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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组织的理性化现象，可被视为是源自商业领域的管理主义逻辑塑造组织内部管理实践、并迫使其在结

构上趋向“企业化”的一系列过程及其结果。通过对浙江省杭州市 M 组织在养老服务领域 14 年发展历程的纵向

追踪发现：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制度逻辑的演变是社会组织理性化发展的重要根源；场域内各个制度逻辑通过

影响组织形式(治理结构和权力分布)，来制约或促进组织内部管理结构的理性化程度及其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耦

合”度；在这个过程中，管理人员的组织认同也会有所转变，并对组织吸纳理性化要素有所影响。综合上述发现，

从组织基础的角度，就公益“新前沿”的前景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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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社会组织理性化及其演进 

 

(一) 现有争论的结构基础 

2017—2018 年是中国非营利和慈善领域重新洗

牌的阶段，随着“公益 4.0”和跨界融合等理念的不断

深入，大量传统的非营利性机构的运作过程和行为方

式发生了系统转变，参与了一系列“亲市场”

(Pro-market)的活动，上述实践层面的转变，引发了人

们对于公益新前沿的论争。2017 年 6 月，因徐永光的

《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书而引发的“二光之争”，

将市场(化)和商业机构能否成为慈善领域主体的争议

推向了高潮。事实上，如果撇开道德和价值判断层面，

从社会组织本身来观察，就会了解到引发人们争论的

真正根源，并不是个别理念的盛行，而是非营利性(或

慈善)机构对企业式管理结构和实践的不断引入，使得

自身逐步趋于“理性化”。 

因此，当我们讨论商业化、市场化等对社会部门

的影响[1−2]，以及社会企业、社会创业乃至公益创投、

影响力投资等新兴概念(“公益新前沿”概念)之时[3]，

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回顾普拉德哈德的“金字塔市场”

概念[4]，将关注点从热门词汇转移到支撑这些概念的

资源和组织基础之上。换言之，被徐永光或尤努斯等

所重视的社会企业或社会经济得以实践化的前提，乃

是社会组织内部人员设置的“专门化”、管理结构安

排的“科学化”和实践模式的“规范化”等组织       

特征[5]；上述特征的强化，可以称为社会组织的“理

性化”趋势，这在事实上构成了康晓光等学者所警惕

的“企业式”实践和市场化机制的微观结构性基础。 

(二) 社会组织理性化：回顾与界定 

社会或非营利部门内引入市场化机制或者商业化

手段本身并不是新鲜事，这方面探讨可以追溯到

Weisbrod 关于非营利机构转型的一系列思考[6−7]。值

得注意的是，除了 Dees 等学者外[8]，在早期的探讨中，

无论是学者还是组织实践者，往往是从负面角度来思

考市场机制和商业手段的导入[9−10]。学者的忧虑可以

回溯到韦伯关于官僚制(Bureaucracy)“铁笼”的论述

或者 Skocpol 等从社会组织公民性角度的考察。进一

步分析可知，学者们的担忧最终都可以回归到韦伯所

提及的“理性化”概念[10](12−13)。不过，与韦伯从宏大

叙事角度论述理性以及理性化概念不同，现代组织研

究学者(除 John Meyer 外)在探讨理性化概念时，多将

视角从社会或者部门，逐步下移到组织层面，如图 1。

这一转变，既可以避免仅在抽象维度就社会实践变化

的泛泛而谈，还促使学者将理性化概念视为一个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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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性化概念的逐步操作化 

 

量来进行分析。 

有学者认为，理性化的本质是将角色和规则整合

在一起，将非营利(社会)组织建构为具有清晰认同的

“行动者”的一系列过程和状况，并提出从标准化管

理流程、正规财务报告和战略规划文档以及外部咨询

顾问安排等指标来测度这一概念[13]。上述界定不仅与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的分析一脉相承，还进

一步给出了一个测度社会组织理性化的基本“理想类

型”——即处于高度竞争和制度化状况下的企业所采

取的各类“最佳管理实践”①。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一定义亦可被称为是社会组织的“企业化”

(Business-like)[14−17]。被进一步解读和界定为企业化，

正是理性化概念与市场化 (Marketization)、商业化

(Commercialization)乃至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概

念形成模糊和重合之处[1−2][18]，后三个概念似乎也与

企业组织间存在着各种不可割裂的联系。值得注意的

是，学者们已经从 “管理主义”和“专业主义”的角

度，对专业化和另外的三个概念作了区分[17][19]。进一

步综合以往的各类看法，本文强调：①理性化的核心

是组织自身管理结构的正式化与标准化，呈现为外界

看来合理化(Reasonable)的实践；②商业化指各类商业

组织应用的手段被引入社会组织中，但其并不会必然

改变组织自身结构；③市场化与商业化间存在着更多

相似处，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市场化是从更为宏观角

度思考市场机制下的资源分配；④专业化是指社会  

组织在其活动领域内特定的专业实践和知识方面   

的提升。 

 

二、研究目标、案例收集与分析 

 

(一) 研究目标 

以往组织理性化研究的一大困境在于，如果学者

们认同理性化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趋同扩散过程，那

么，对不同类型组织的分析是无效的。由于同一制度

环境内的组织在结构上的共性往往多过差异，这就使

得社会科学研究的比较分析难以有效实施[20-21]。所以，

以往关于理性化的分析和探讨多为长时段的案例分析

或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国别比较[22−23]。例如，国内学

者针对壹基金逐步从一个红会项目变为首家私募基金

的案例进行分析，基本遵循了阶段性探讨的策略[24]。

DiMaggio 针对纽约市艺术馆引入各类管理制度的探

讨，也是从长时段进行论述[25]。类似地，Townley 亦

是从组织外部环境中的各类宏观因素变化角度，考察

了加拿大非营利艺术馆的逐步理性化进程[26−27]。 

上述研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理论取向上普遍

遵循了组织学新制度主义的传统，将组织理性化视为

理论分析的重要对象[5][28]；同时，其分析视角沿用“自

上而下”的路径，强调外部制度环境和重要实体在塑

造组织结构和行为方面的重要影响。例如，制度理论

的核心概念，如组织场域、制度逻辑以及组织形式②，

是分析社会组织理性化不可或缺的工具。二是为了使

得案例研究可以有序开展，理性化的管理结构可划分

为组织规划、人事安排以及生产系统三个维度，即①

组织的整体发展是否需要科学方法指导；②组织的人

事安排是否重视专门化和专业素养训练；③组织产品

的生产和控制过程是否系统化和标准化。学者可以通

过分析和勾勒组织对上述三个维度要素的吸纳，来把

握组织理性化的演变状况[14]。 

以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

组织的“自我能动”性。究其根本，在于新制度主义

自身存在着能动性悖论(Paradox of Agency)[29]。不过随

着理论工具的进步，强调制度逻辑的竞争、融合等观

点，已经在一定程度缓解了上述困境[30]。本文认为，

除了从宏观层面考察场域内制度逻辑的变迁、演变与

融合外，还可探讨组织在吸纳理性化要素时呈现出的

有限的自主性——这不仅需要考察组织外部环境的复

杂性，还应结合组织形式以深入分析组织管理自身的

转变——其突破口便是考察组织理性化要素与实际运

行/行为间的互相“耦合”程度[31]③。具体而言，从理

论角度看，组织结构可分为治理结构和管理结构，分

别对应组织权利体系以及组织内部命令链条(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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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角度看，在当前的社会法律和政策前提下，我

国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基本上按照政策要求在建设，而

管理结构则多有系统性差异。因此，对社会组织 M(以

下简称 M 组织)在不同阶段的管理结构(理性化)差异

化的制度动因进行分析，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目标。 

(二) 案例收集与分析 

第一，资料收集。以浙江省杭州市的 M 组织的发

展和变迁作为主线，来分析与考察社会组织发展过程

中是如何实现内部结构演变的。M 组织是一家以多元

业务经营为主的养老服务机构，其业务范围既包括政

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也包括了较为市场化的机构

养老服务，还涉及与养老相关的调研评估和咨询服务。 

第二，研究过程。整个研究项目以追踪调研为主，

时间区间为 2011 年 10 月到 2017 年 12 月，在此期间，

研究团队分三次收集相关的一手资料以及相关的内部

材料。除此以外，研究团队还整理了与之相关的报道

和文献资料 15 份。 

第三，研究策略。围绕“三角测量”和“多元证

据”的基本原则，建构组织发展的大事年表，并注重

对转型节点的探讨，最后形成完整的分析方案[32-33]。

特别地，将围绕“组织合理应对所在场域多重制度逻

辑可能促进组织更有效运转”的思路，重点分析 M 组

织理性化结构与组织整体架构之间的整合状况[24]。 

其中，结合 M 组织自身结构和发展的基本特点，

以 Hoffman 提及的“突破性事件”为节点[34]，将其发

展阶段分为三个：初创阶段、转型阶段与扩张阶段，

其中相应事件分别为，2004 年 M 组织从一个社区互

助组织登记注册为民办非企业；2007 年 M 组织成立

了两个业务单元，下辖养老业务机构和社区物业管理

机构(工商登记注册)；2011 年 M 组织将其下属机构整

合起来，重新登记注册为集团公司(民办非企业)。下

文将以“外部结构组织应对内部管理”为基本研

究架构，对 M 组织的发展阶段做系统阐述。 

 

三、M 组织的发展和转变过程 

 

(一) 组织初创期 

2003 年在“非典”肆虐杭州期间，M 组织后来的

主要领导人 X 等 200 余人所在的小区被隔离起来，这

给大家的生活造成极大困扰。以 X 为代表的相关人员

发起了居民互助活动，如互相送饭、照看老人等，并

借助互联网论坛，使这一活动得到杭州当地的义工组

织和热心人士的积极参与。2003 年 5 月，当时的杭州

主要领导 P 与 X 一起出席了一期电视节目，重点表扬

了 X 等人在“非典”期间的自助自救活动，并特别鼓

励大家把这一互助活动坚持和开展下来。2003年 6月，

在当地 JW 街道的支持下，X 等 70 多人共同成立了 M

互助会。 

M 互助会走向正规发展的契机是街道对“居家养

老”服务的关注。大约从 2000 年开始，浙江省的地方

政府开始逐步重视“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并将之

作为民生建设的重点。考虑居家养老的核心是社会力

量和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 2004 年 4 月，在 JW 街

道鼓励下，X 与其他 6 位 M 互助会成员一起筹集了

250 万元本金，承接了当地的一个养老公寓项目。为

获得合法地位，M 互助会正式在区民政局以民办非企

业的形式登记注册。 

集政府扶持、地理以及价格等优势为一体，M 组

织迅速发展壮大，仅仅 8 个月的时间其运营的养老公

寓的 50 张床位就已达到饱和状态。2005 年初，M 组

织又开办了另一家老年公寓。随着所在地的 H 区政府

决定开展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居家养老服

务招标项目，M 组织又迅速成立养老服务中心，参与

并赢得了竞标。截至 2006 年，M 组织凭借自身的经

验和关系优势，相继获得一系列招标项目。自此居家

养老服务成为 M 组织的核心业务和最大资金来源。 

随着业务的扩大与转变，M 组织也逐步完善机构

的内部建设。在 2004 年成立初期，杭州市民间组织研

究会的专家就开始关注 M 组织，并帮助指导其内部建

设。2004 年 4 月，在民间组织研究会专家的帮助和建

议下，M 组织制定并通过组织章程，选举成立了董事

会和监事会：其中，组织章程中明确了宗旨、会员和

董事的权利与义务；此外，M 组织还特别聘请街道主

管官员和专家作为监事。伴随着 M 组织逐步确立，其

“互助”的民间属性和对社区内外人员的吸引力也进

一步增强，截至 2006 年，参与活动的正式成员数量增

加近 120 人。 

(二) 组织转型期 

2007 年之后，以居家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项

目为代表的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在杭州全市范围内逐步

推广，由于当地具备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相对较少，

M 组织成为杭州市各辖区争取的对象。譬如，在 2007

—2008 年间，M 组织参与了其他县区两家敬(养)老院

的建设，并且争取到相应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但是，

过度依赖政府资源的 M 组织的迅速扩张，面临着政治

和经济方面的双重压力。 

首先，由于彼时存在业务主管单位(当地民政部

门)，因此当 M 组织试图承接其他地区的敬(养)老院项

目时，所在辖区政府官员对其的态度是“不应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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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并开始施加压力。其次，2007 年 M 组

织全年的总体业务收入高达 300 万元人民币，却只能

维持其基本的收支平衡，这主要的因为政府购买服务

的价位在 2005~2007 年间一直保持在 7 元/老人。 

为应对组织员工的多样化和工资水平的持续增

长，到 2007 年底，M 组织开始从内外两个方向寻求

业务突围：第一，为协调好社区服务、机构养老以及

居家养老三项业务并提高其运作效率，M 组织董事会

决定在街道层面成立民办非企业A老年事务发展中心

(主导居家养老和咨询业务)；围绕所在小区，成立物

业公司(服务所在社区)；而业务分割后的部门，负责

促进新旧会员间、邻里间的互助和协作。这时，M 组

织从事的业务也从单纯的非营利属性，转变为混合性

质(Hybrid)，兼营商业和非营利业务，上述组织业务的

变革既明确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为化解组织资金危机

创造了前提。 

其次，为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获得政府购买项

目的定价权，M 组织开始加入浙江省老年服务业协会

和相关的行业联盟。为了获取更多流动资金，M 组织

还承接了浙江省老年服务业协会委托的调研项目，该

组织的负责人 X 本人也开始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将

M 组织的工作作为重点。围绕政府购买服务价格，M

组织采取了从政策倡导、私人交往到协会建议等各个

方面的措施，并且最终说服政府将价格补贴提高到

2010 年的 18 元/老人。 

到 2010 年底，M 组织的会员增加到了 200 余人，

并在三个县区的五个社区内开展了各类活动。在居家

养老方面，组织吸纳了 300 多位员工，提供居家养老、

居家安养等服务近 40 万小时，年服务人次过 5 万，年

收入达到 1 000 余万元；同时，在杭州市 3 个区内设

立了 8 家敬老院，总床位数达到了 618 张。 

(三) 组织扩张期 

2011 年以来，国家开始“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各级政府加大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促进社会组织等

第三方机构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体性作用。同时，随

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引入，养老服务购买的规范程度逐

步强化，大量商业机构涌入这一领域，促进了社会组

织生态的成熟，并呈现出以下两大特点。 

一是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总体竞争日益加剧。例

如，杭州市、区两级政府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投入的

补贴资金，从 2010 年的 1980 万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4 700 万元，在不到 5 年的时间内增加了近 7 倍多。

在这期间，对应的养老服务机构也从 217家增加到 302

家，床位数也增加了 1 倍(从 2.63 万张增至 5.61 万张)。

政府除加大投入外，也制定了更严格的购买服务流程，

突出表现为采取严格的第三方评估招标机制和竞价机

制，对各个参与机构的资质和能力进行全面评估。 

二是大型机构逐步凸显，政府扶持的选择性增强。

这突出表现为各级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等级评估制

度，重点建设“龙头组织”。在这期间，作为 H 区首

家 5A 级“社会组织”，M 组织被当作模范并获得大

力扶持，获得来自杭州市政府的资助金额显著增加。

2016 年，浙江省多个社会组织被评选为最佳养老服务

机构，M 组织也名列其中。上述这些荣誉，在为 M 组

织的发展提供 “政治红利”的同时，亦增加了其所面

临的制度性压力。 

与此同时，为有效适应市场环境，M 组织在 2011

年 4 月将自身重新改组为集团公司，成为浙江省首家

综合性运营的民办非企业。在集团公司架构下，M 组

织实施了内部机构调整：首先设立了总经理和相应的

管理办公室，作为董事会相关决策的主要执行机构；

其次将财务部单独划至董事长直管，以方便财权和事

权的统一；再次设置了文化宣传部门，并外聘专家、

学者作为业务顾问(累计 10 多人)；最后在对外宣传方

面，M 组织将其定位为“以养老服务为主营方向，集

居家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培训、评估为一体的社会

组织”，并且力求成为杭州市内建设居家养老服务的

“标杆”。根据不完全统计，到 2016 年，M 组织的

高管团队至少参加了 8 次政府组织或举办的与养老相

关的建言献策会议或经验分享活动。 

组织目标和组织架构的调整，使得 M 组织成立了

中层管理团队(干部数达 40 多人)，并形成了多元化经

营的格局。截至 2017 年，该集团总人数保持在 300

余人，拥有 7 个养老机构(近 600 张床位)，5 个为老服

务机构和 96家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年均服务 80万

小时、30 万人次)以及 1 家智慧养老科技开发公司(发

放智慧养老终端 2 万余台、累计订单 19 万个)。同时，

M组织也成功地将自己的业务扩展到杭州市以外的其

他地区(如浙江省温州玉环市)。 

 

四、案例分析：制度逻辑、组织形式 
与 M 组织管理结构演化 

 

(一) 制度环境变迁促成组织形式转变 

从外部的环境来看，M 组织的成立具有很大的偶

然性，其在十余年间的发展和壮大带有极大的“跨越

性”。因而，可从 M 组织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和主导

逻辑演变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其组织结构的演化。特

别是政府、学术人员乃至专业团体分别扮演着不同的

角色，从而导致整个场域内的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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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与融合，进而促使身处其中的 M 组织自身有所

“因应”，如表 1 所示[20−29][35]。 

首先，最初的 M 互助组织具有草根背景。互助会

源于“互联网”这一最具“互助”和“平等”色彩的

平台，特别重视交往过程中的“公共性”和“兴趣”。

同时，不仅创办人 X 等人不在意是否获得合法身份，

参与组织成立过程的杭州市民间组织研究会，更是特

别推崇“结构−操作”定义下的社会组织，甚至鼓励

M 互助会保持自身相对政府的“独立性”，因此，可

以说 M 组织的生成是当地社区互助的结果。随着街道

工作人员试图以“壮大组织”和“合法身份”来引导

M 互助会进一步发展时，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至少

1/3 的管理人员(如义工机构成员以及社区居民)以理

念、精力和能力等原因退出。而后，为了能够建设老

年公寓、成为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合法机构，M 组织

注册成民办非企业，为其基本组织形式以及后续发展

方向确立了基调。所以，对早期 M 组织来说，社会逻

辑和政府逻辑共同影响着其发展方向，社会逻辑确立

了其“互助”的宗旨，而政府逻辑则驱使其注重长远、

稳定发展。 

其次，随着业务的扩大和组织工作人员增加，M

组织将工作重心放在“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两

个业务上时，其核心定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在组织发

展早期，保持了社区互助与敬老服务的并重，例如， 

2005 年，M 组织不仅承包了敬老院项目，还积极鼓励

同一小区的居民一起爬山、开展亲子活动，举办了“邻

里互助节”，编撰了社区内部文集。可是，随着 M 组

织的活动范围超越所在社区乃至街道，其内在“紧密

度”迅速下降，面对内外部参与者“需求”的日益多

元化，M 组织活动项目被迫有所侧重。由于前期投入

了几百万元来建设当地的老年公寓，所以董事会和管

理层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维系 M 组织与 JW 街道

和 H 城区政府间的关系，以期获得更多的订单。在这

一背景下，选择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政府意愿的组织形

式成为 M 组织的首选。例如，为了对接和满足政府及

其附属机构的要求，M 组织成立了开设咨询业务的 A

中心，此外，为了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更好地对接

党政部门，2010 年 M 组织在内部成立了党支部。组

织形式的转变还迫使组织治理与管理团队发生了变

化，例如，2007 年重新改组时，组织开始称呼理事会

为董事会，并且以 X 为代表的管理团队，也逐步改变

在 M 组织兼职的身份，他们以辞职或停薪留职的方

式，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工作，开始全职在 M 组织工作。 

最后，随着市场机制成为地方政府改进和增强公

共服务质量的重要工具，整个社会组织领域的竞争变

得激烈起来。对 M 组织来说，虽然与地方政府形成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政策和政治氛围的多变使得政

府对 M 组织的态度从“倚重”变为“比较重视”，这 

 

表 1  制度环境变迁与 M 机构组织形式转变对应分析 

分析维度 具体内容 

1. 发展阶段 2003—2006 初创 2007—2010 转型 2011—至今扩张 

2. 制度环境 
场域状况 

新兴场域 成熟场域 

主导逻辑 政府逻辑与社会逻辑共存 政府逻辑主导 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共存 

典型证据 

年均领导视察(6 次) 年均领导视察(9 次) 年均领导视察(13 次) 

年均竞标数量(<1 次) 年均竞标数量(1 次) 年均竞标数量(5 次) 

年均专家交流(1 次) 年均专家数量(<1 次) 年均专家交流(3 次) 

年均培训交流(2 次) 年均培训交流(4 次) 年均培训交流(7 次) 

3.组织形式 
管家模式 政策治理模式 政策治理模式 

直线式 职能式 直线-职能式 

文本证据 理事会草创 注册民办非企业 成立多元化集团 

访谈证据 

“为了生存，我们曾经想过通过经

营饭店等活动来维持运转……但

毕竟是社会组织……最后还是坚

持……当时还是依靠个人热情在

运行”(访谈记录 X，2012-03-30) 

“改选确立了董事会，明确了管理层

分工……现在董事会统一了意见……

我们董事会(管理层)很多人心态非常

好……就是希望把养老服务做

好……”(访谈记录 X，2012-03-30) 

“……我们想要构建‘居家+

机构+科研+培训’多种模式

为一体的运营机构……成为

行业标杆”(访谈记录 X，

2017-03-05)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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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 M 组织业务逐渐多元化与正规化，与地方政府间

的关系逐渐从非正式、私人性关系转化为正式的、公

务性关系所致，也是整个资源和制度环境改变后，地

方政府不再将过多的鸡蛋放入 M 组织这一个篮子所

致。一方面，单凭 M 组织已不能完全满足地方养老的

所有需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有了更多的社会组

织可以选择。故而，2011 年 M 组织改组为集团公司

的举措，其实释放出了两个重要信号：一是向地方政

府表明，自己将要向更加专业、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二是试图在制度上有所创新，以回应“多元主体参与

社会治理”这一要求(M 集团自身包含了非营利和营利

两个事业主体)。 

(二) 组织形式变革撬动管理结构变化 

如前文所述，社会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的理性化乃

是其自身管理在形式上趋于“企业式”结构，既具有

科层制又具有目标考核机制以及外部监管机制，使得

组织看上去符合“形式理性”的基本内涵。从新制度

理论视角看，理性化要素并非是 M 组织自身效率提升

的必要前提，而是组织后续发展过程中逐步遵从、应

对以及吸纳外部制度逻辑的各类要求的结果，本质上

反映出社会系统的“理性化”要求，如表 2 所示。这

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站在 M 组织发展的角度，各类理性化要素在

组织管理结构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组织管理

制度的规范来看，从简单的管理层级设定，到组织内

部的战略与财务制度建设，以及最终的各类 ISO 质量

与管理标准体系的建构，整个 M 组织管理体系逐渐由

简入繁、层次分明，越来越符合外界对高效率、专业

性团体基本组织架构的预期，其结构中包含的各类管

理要素，也越来越符合经典管理理论中的关于“标杆”

组织的基本设定。从组织管理制度正规性角度来看，

M 组织的规章制度和内部文稿，无论从行文和基本表

述方面，都呈现出渐趋“客观化”和“标准化”的特

点，所有的内部管理流程，特别是在集团公司建立以

后，就开始了韦伯意义的“去人格化”进程——各种

文本在描述时，都尝试从组织每一层级的权威和责任 

 

表 2  不同阶段 M 机构组织形式、管理结构理性化程度及其耦合度 

分析维度 具体内容 

1.发展阶段 2003—2006 初创 2007—2010 转型 2011 至今扩张 

2.组织目标 基本生存 占据市场 建构生态 

典型证据 

“一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我们也

有组织社区联谊性节目、外出旅

游、小区作文比赛等……也就想把

组织做下去”(访谈记录 X，

2012-03-30) 

“以社区为基础、 

以养老为龙头” 

(M 组织内部资料， 

2009-01-12) 

“很多事情政府比方说要求我们

说，你们带个头，作为试点把这

个做起来，那么我们就会考虑说

把一些标准什么的拿进来”(访谈

记录 X，2017-03-05) 

3.组织 

形式 

治理模式 管家模式 政策治理模式 政策治理模式 

权力关系 直线式 职能式 直线-职能式 

4.管理结构理性化

程度 1 
低 中 高 

典型证据 
五年规划制定 

(访谈记录 X，2012-03-30) 

组织等级化 

多个规划制定 

引入内部评估 

(M 组织内资料，2010-01-10) 

中层管理体系 

ISO 质量管理体系 

ISO 职业管理体系 

(M 组织网站，2019-06-25 访问) 

5.管理结构与行为

耦合度 
松散耦合 紧密耦合 选择性耦合 

典型证据 

“很多措施真的就按照书上

的……专家的看法做了，只能模

仿”(访谈记录 X，2012-03-30) 

“规划和制度安排也越来

越正式……我们的专心就

在提高服务质量……怎样

让这个钱花得更好、更有价

值”(采访记录 X，

2011-12-12) 

我们觉得有用的话，就会采取的，

比如我们 2015年起就规定了工作

牌要统一，否则要罚款(采访记录

N，2015-05-21) 

注：理性化程度可以从组织战略规划、内部评估、独立外部审计以及外部专业人员监督角度来考察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5 卷第 6 期 

 

142

 

 

角度出发，逐渐弱化各类评估和考核的“个性化”。

从这个角度看，给出让外界受众和组织内部成员接受

的标准化的“科学”方案逐步成为 M 组织发展过程中

追求的目标[36]。 

二是 M 组织的发展使得其内部的理性化要素的

“可辨识性”逐步加强。例如，最开始时 M 组织内部

仅具有简单的战略规划和财务制度，这要么是民间组

织专家要求其创立的，要么是组织对照着各类书本模

仿成立的。按照 X 的意思，M 组织之所以这样做的原

因是为了确保自己是“像”一个互助会，换言之，简

单地模仿“标杆”的理性化内容，成为其组织身份的

必要构成条件。但在组织发展的第二阶段，随着规模

和影响的扩大，其自身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剧烈转变，

这时候引入的各类理性化要素——如严格的考核制度

等内容(除去人事考核制度外，还包含党支部层面的考

核)，则显示了 M 组织在其形态转变后不得不扮演更

多的“社会角色”。同时，由于组织规模扩大和形态

变化，这时候的各类理性化要素(如绩效考评与人事奖

惩)，是可以提升 M 组织自身效率的。当 M 组织成立

为集团公司时，更多的理性化要素融入其中，其突出

特点是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始成为审核组织“理性化”

的主体，所有这些专业性机构以及外部咨询专家的存

在，无一不在帮助 M 组织树立起“专业”“高效”以

及“科学”管理的标签，使得其在面对各类外部制度

实体——政府、公众、购买方以及服务对象等时，具

有更加规范化的形象。 

三是组织形式变化后，M 组织的理性化与实际运

作之间的耦合度是一种变迁状态。换言之，在不同的

阶段，虽然整个 M 组织的理性化程度在渐次提高，但

其在对待理性化要素时，体现出了不同的吸纳和组合

方式。简单归纳来说，在组织早期，M 组织的理性化

要素与核心实际运作之间体现为“理所当然”的松散

耦合；在组织发展中期，理性化要素与实际运作之间

又体现为“深思熟虑”的紧密耦合；进一步地，到了

组织发展的扩张时期，两者之间存在着“习以为常”

的选择性耦合[31]。从组织动态和变革视角来看，M 组

织在如何吸纳各类理性化要素时，是有着相对的“因

应”之道，同时，这些选择在一些情况下是“无意识”

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又是“策略性”的，这是由于，

M组织自身的规模和形态的变化使得组织在应对各类

外部制度逻辑时，逐步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能

动性[37]。这一观察，也符合“脱耦”或者“松散耦合”

(De-coupling)仅仅是组织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阶段的

论断[38]。 

 (三) 制度复杂性与组织回应：M 组织理性化进

程中的管理者作用分析 

M 组织的发展状况表明，社会组织理性化程度以

及其与组织运行间的内在关系选择在本质上是其对外

部制度环境中各类制度逻辑的“回应”和转化。外部

制度环境中主导逻辑的状况，会促进或者降低社会组

织内部的理性化程度，而且这些制度逻辑还会借助社

会组织自身的组织形式，影响到社会组织自身管理结

构与实际运作之间的“耦合”程度。例如，在 M 组织

早期，社会逻辑与政府逻辑占据着其发展的主导，建

构符合学理和政策规范的组织形式成为其发展的前

提。所以，此时的 M 组织的理性化局限在遵循法律的

章程和符合规范的管理制度的层次，这些理性化要素

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组织的实际运行；在组织发展的

第二阶段，政府逻辑成为主导，成功地制定出符合政

府政策需求的、专业主义色彩的组织形式，成为 M 组

织的主要任务，因此组织在这一阶段吸纳的理性化要

素多集中于人力资源且程度较高，而且，上述要素与

组织实际运行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第三阶段，市

场逻辑和政府逻辑成为领域内主导逻辑，采取与之相

关的理性化要素，成为所有社会组织的重要选择，所

以 M 组织在这一阶段采取了与生产和控制相关各类

管理结构(如 ISO9001 体系)，而这些要素与组织实际

运作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呈现出一定的

选择性。 

组织管理者的成长和转变亦构成了影响 M 组织

应对外部环境“理性化”要求的重要因素。譬如， X

等人作为业余的管理人员，在组织管理方面既缺乏必

要的经验，也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因此在早期其对

组织结构和形式的认识和利用多是被动的、无意识的；

随着组织的逐步壮大和整个管理团队的壮大与专业

化，X 等人开始掌握专业化的管理知识，逐步从实际

管理和运行的角度认识理性化要素的重要性，并着手

将符合外部要求的管理制度引入组织内部；到组织发

展的第三阶段，X 等人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成为“专

家”和“内行”，他们不仅认识到引入理性化管理要

素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逐步引进“科学”和“规范”

的管理人员与监管系统，并且认识到不同类型的“标

签”和“标杆”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价值，进而开始有

选择地引入各类理性化程度不一的管理结构。可见，

管理者在 M 组织自身的成长和变化中的能动性是值

得关注的[40]。 

综上可知，M 组织的理性化进程，一方面源于外

部制度环境的渐趋复杂化，另一方面则在于组织管理

者能动性的发挥，这一点体现在组织对于管理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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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标准”上。从第二阶段开始，X 等组织的高层

已经完全变成了较为专业的管理者而非单纯的志愿人

士，他们对 M 组织内部结构和制度安排方面的考虑逐

步脱离是否“正确”这一标准，而是试图“计算”打

造一个高效和专业的 M 组织。需要指出的是，M 组织

更多地吸纳和追求那些可以同时满足外部制度环境不

同要求的理性化要素。例如，在组织发展的第三阶段，

X 等人意识到政府的主要做法是要巩固已有的政策成

果，并重点扶持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机构，以规范整个

养老领域的有序发展；而社会公众则希望获得高于一

般居家养老的优质服务。因此，M 组织不失时机地引

入 ISO9001 标准的管理体系，一方面适应了组织在发

展过程中规范内部管理层级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帮助

其获得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即通过引入这一体

系(理性化管理结构)，M 组织同时满足了多个制度逻

辑的潜在要求。 

 

五、结语：社会组织理性化及其 
制度意涵 

 

本研究以管理结构的“理性化”要素在组织(管理

结构)中的演化情况为切入点，分析了 M 组织在不同

阶段的发展状况以及其组织结构与实际运作之间的

“耦合”状况。具体而言，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在很大

程度取决外部制度逻辑的多样化及其作用强度，但也

与组织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属性有着重要关联。其

中，组织内部的治理模式和权力关系，会制约或者促

进管理者设置某些理性化管理机构，在组织动态演进

的过程中，管理者与组织形式间往往会有一个相互匹

配的过程。与以往经验相比，本研究将着力点放在了

组织内部的基本形态以及其管理结构上，并强调了以

下的观点：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的自上而下塑造，也

在客观上给组织提供 “自我改造”的机会。从而佐证

下述经典看法，即“在社会景观内部充斥着各类组织

的创建材料，仅仅需要一点点创造性投入就可以将它

们转化成一个(组织)结构”[5](345)。 

进而可从以下两点来思考上述发现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首先， M 组织的理性化过程正好提供了“公益

向右”的重要范例，并揭示了大量市场和商业要素被

广泛接纳的结构性基础，并提供了具有审慎意味的启

发。本研究试图指出，所谓的“公益向右”，在很大

程度上是受全球化和管理主义思潮的影响。作为一种

制度逻辑，管理主义及其所倡导的正式化、透明性、

标准化、高效率以及可问责等理念，正在从战略、人

事、财务乃至组织定位等层面重新塑造和影响全球的

非营利部门，进而使之逐步呈现出“类似企业”的管

理模式。M 组织的案例表明，作为制度逻辑的重要载

体，组织管理层(者)的知识和工作背景，往往会对社

会组织的自身管理结构进行塑造和改进，而且上述改

造的作用会因组织发展阶段而有所变化。 

其次，虽然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以及社会企业

等公益新概念在当今中国正方兴未艾，但是这些新兴

形态仅是整个社会部门金字塔的“尖端”部分，处于

广大基底的社会组织的总体转型对探讨更为重要、也

更具现实意义。例如，2017 年公布的《大中华区社会

企业调查报告》，尽管号称包含了两岸四地(指中国大

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却只有约

300 家社会企业样本，相比于中国大陆地区 80 余万家

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基数而言，这些机构无论是在资

源和人员上都是微不足道的。社会企业的发展不仅需

要宏观意义上的创新创业氛围，在微观层次，也需大

量的从业人才与知识储备，可见，将分析重点放在这

些“热点”之上，有一定的价值，却亦有舍本逐末之

嫌。本研究试图通过对管理结构理性化的研究，来补

充已有研究的不足。社会组织在管理结构上逐步引入

与吸纳现代管理要素的过程，正是中国社会部门整体

意义迈向“新前沿”的物质和组织基础，忽视上述进

程的阶段性和长期性，而去探讨国外机构与专家学者

提出的种种观念和想法，会使得大量研究仅仅停留在

纸上，成为“无根之木”。 

最后，M 组织在理性化要素吸纳和转化过程中呈

现出的不同“耦合”程度，也间接启示着公益界在面

对“新潮流”与“新前沿”时应该采取合理的因应之

道。这并不是说社会企业等“新前沿”并不重要，相

关新兴经济形态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在

于其相对传统领域的“创造性”价值[41−42]。尝试进入

“公益新前沿”的社会组织，都应该考虑“从众”和

“效率”之间的平衡，在综合考虑外部制度和资源环

境的前提下，尽可能确保“公益新前沿”所对应的管

理工具和组织结构，能够与自身的实际运作之间形成

合适的“耦合度”或匹配性。换言之，“平衡商业与

社会目标”“强化社会企业家精神”等公益“新前沿”

所推崇的理念，是可以通过不同社会部门机构间的跨

部门交流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实现扩散和转

化的，而其基础维度，便是大量传统社会组织的逐步

“理性化”。 

当然，本研究的不足在于研究对象 M 组织的民办

非企业(社会服务机构)身份，以及其所处领域的特殊

性，这直接影响了案例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5 卷第 6 期 

 

144

 

 

注释： 

 

① 按照赵鼎新(见参考文献[43])的说法，当今世界的理性化在事

实上代表了两种趋势：一是基于私人导向的工具理性以及其所

导致的商业部门理性化，另一种是基于公共导向的工具理性以

及其所导致的公共部门理性化。具体到中国的社会组织，一部

分组织呈现为类似政府的“官僚化/行政化”(如传统官办机构)，

另一部分呈现为类似企业的“企业化/商业化/市场化”(如社会

企业)。碍于篇幅以及遵循学术概念命名的一致性原则，本文

所指理性化概念仅基于私人部门，但仍需提醒读者关注可能存

在基于公共部门的相关文献。 

②  组织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Pache 和 Santos(见参考文献

[31])将组织的法律地位、所有权以及利润目的界定为组织形

式，本文结合案例的基本情况作了适当调整。 
③  组织耦合，是指组织结构(制度)与组织实际行为之间的匹配程

度，举例而言，较为规范的社会组织大部分设有监事会制度，

可是监事会其实并不发挥法律或者组织规章要求其履行的功

能，其行为与组织制度和结构间存在着分离状况，这就被称为

是“松散耦合”或者“脱耦”。在本文中，耦合度是指那些理

性化的管理结构与制度和社会组织实际行为间的匹配或对应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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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rofit rationalization and its institutional origin: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SONG Chengch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rationaliz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eries of procedures and its 

results of managerial practice which is originated from the managerial logic in business world to shape the internal 

managerial practice, hence forced to run the enterprise on a commercial scale in its structure. Built on a long-term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 of an eldercare service institution, M organization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past 

14 yea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complexity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evolvement of institutional logic are 

the major caus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al rationalization. Besides, the study also shows that various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the field, by ways of affect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power distribution, will either 

constrain or contribute to the rationalization degree of internal managerial structure, and its match with reality, and that in this 

progress, the institutional identity of the management may be transformed,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rationalization factors of 

institutional intake. Judging from the above findings, the study explo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basis into the 

prospect for “New Frontiers of Philanth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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